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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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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再教育”思想萌芽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于“文革”时期。它与毛泽东对新中国教
育制度的不满有很大关系。“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再教育”思想的内涵被概括为在
“三大革命”( 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 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
世界观。它是“文革”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分水岭，使“文革”前的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异化，被完全纳入了“文革”的轨道，成了“文革”政治斗争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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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有不少

研究，但是对知识青年“再教育”研究还很少见。
“再教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联系，但是
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知识青年“再教育”是“文
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治化名词，是一
个政治印记。本文正是基于“再教育”运动的这个
特质，把它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特殊历史

进行考察，从一个独特视角认识“文革”期间的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再教育”思想的提出

知识分子“再教育”思想与 20 世纪 50 年代党
内逐渐发展的“左”倾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
来说，“再教育”思想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教育
制度的不满有很大关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肇始于 1951 年，这是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
经历的一次真正触及灵魂、脱胎换骨无法忘记的历
史过程。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

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在
1957 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我国知
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分

析，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明
确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的改造过来，改造成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知
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世界观的改造，就是“要在正
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

改变旧思想”。按照当时的政治宣传，对知识分子
“再教育”是“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2］。
之后，毛泽东把对知识分子的不满转移到教育

制度上，对新中国教育制度很不满意。1958 年毛
泽东提出“教育革命”，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方针。大跃进年代，全国大、中学校办工
厂、办农场，学生走出学校，上山下乡，参加工农业
生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都不读书，上山找
铁矿、找煤矿等，干了不少荒唐事。1964 年前后，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
校，还多次强调学生要少读书，“书读得越多就越
蠢”，并列举了李时珍、富兰克林、高尔基等古今中
外许多人和事来证明自己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在
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提出: “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 年 5 月的《五一六通
知》和 8 月的《十六条》明确提出彻底批判教育界
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67 年 7 月 18 日，
《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
台》文章，全面否定建国 17 年的教育工作，把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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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的教育说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
义教育的一套破烂”，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按照这种说法，建国 17 年以来，全国
大、中、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全部值得怀疑，他们
的世界观即便不是封建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或修正

主义的。1968 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评论员
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更明确提出新
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新知识分子“过去是在修正
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现

在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

以再教育”。由此引出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
问题。当时的政治宣传说，知青下乡前，在学校里
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长
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所

以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予“再教育”。
另外，“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失控与“再教

育”思想的提出也有很大关系。红卫兵组织的分
化并且很快演变成派性武斗，无政府行为猖獗，引

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1968 年夏天，毛泽东严厉
批评了聂元梓、蒯大富等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
并决定向学校派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
是，“工宣队”并没有制止住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寄予很大希望的红卫兵小将们竟然如此不

听话，未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素质如此低下，

使毛泽东感到很失望，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小孙悟空

们实施“再教育”。接着，毛泽东发表指示，提出知
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

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教育。同年 12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
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中加编者按，引述了毛

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

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
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
识青年“再教育”运动由此展开，红卫兵组织派性
斗争从此消弭。

二、知识青年“再教育”思想的内涵和实践

关于“再教育”的话毛泽东所说的并不是太
多，也没有对这个方面做过明确的阐述。根据当时
的宣传，所谓“再教育”是指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
革命”( 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 中，虚心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1968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带好知
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职责》中，明确提出下乡
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

要，是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
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这里有一个问题，为
什么要把知识青年“再教育”这项光荣而重要的任
务交给贫下中农?

这与毛泽东的农民( 主要是贫下中农) 观有重

大关系。毛泽东对农民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充分估计了农村贫

苦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早在《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等文章中，他就明确指出，在农村贫农属于半
无产阶级，贫农最革命，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没有
贫农，便没有革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等文章中，他更明确指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大

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

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
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土地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就是依靠

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

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

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和社
会地位更加突出。毛泽东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
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

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1］他强调依靠
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四清”运
动期间，中共中央的《前十条》文件提出了“在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
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文革”爆发后，贫下中
农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峰。1968 年 8 月，为了从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取教育权，毛泽东指
示: 在城市，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

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

校。同年 12 月，提出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从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中，我们深深地
体悟到贫下中农在中国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认为贫下中农的革命性高，而且还

认为他们的思想最干净，道德水平高并且充满了智

慧。1942 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就
指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
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都干净。”1958 年，他就公开提出“卑贱者最
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64 年 7 月，毛泽东在同
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中说，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

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
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

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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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是中央委员吧! 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

呢?［3］正是怀着对农民的这种偏爱，毛泽东才提倡

城市青年学生要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

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
思想感情，这样很有好处。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工人阶级

去完成呢? 这恐怕与当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对

落后和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制度，缩小城乡差距、工
农差距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思考有

关系。“文革”前后，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国营
厂矿企业规模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不可能接受

大批的城市就业人口。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
想中，始终有一种乌托邦浪漫主义情调，这在著名

的“五七指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毛泽东的理想
社会里，人民公社就是工农商学兵结合，里面不存

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全国就是一
个大的人民公社，是一个理想社会。把大批知识青
年派到农村去是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一个步骤。
“再教育”思想提出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纷
纷成立农村大队干部领导下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

有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参加的“再教育”领导小
组。这种所谓“三结合”的领导小组，由于下放干
部和知识青年都属于“再教育”对象，没有发言权，
实际权力掌握在农村大队干部手里。落实“再教
育”思想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以知识青年集体户
为单位设立贫农户长制，户长由政治思想觉悟高、
工作责任心强、生产作风好的老贫农代表担任。［2］

据说实行户长制是为了能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的政

治作用，由他们对知识青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革
命传统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
阶级斗争和参加生产劳动是“再教育”的两项

重要内容。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曾提出，阶级
斗争是青年学生的一门主课。所以，参加阶级斗争
成了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知
青不仅要听贫下中农讲旧社会的苦难史，听老红军

讲革命故事，吃忆苦思甜饭，培养阶级感情，还要参

加形式多样的大批判、小评论以及批斗会。按照当
时的宣传，就是要让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的风口
浪尖上摔打，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对他们加强教

育”。只有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才是真正地接受
“再教育”。
参加生产劳动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又

一门主课。1965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
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
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
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

田……真是害死人。”［4］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成了接
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依
据。参加生产劳动一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农业技术
和知识; 二是接受生产劳动教育，磨炼艰苦奋斗的

品质，通过艰苦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文革期间，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祖

国各地参加生产劳动，进行劳动锻炼。一位曾经在
西双版纳下乡的知青回忆说:“我下乡所在的西双
版纳国营农场以天然橡胶种植为主业，为扩大橡胶

种植面积，开挖梯田的大会战长年不断，知青在一

年中没有农闲的时节，即使是艰苦的生产劳动也带

着浓烈的政治色彩，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
胶( 橡胶) 不要命’，‘种出争气胶，气死帝、修、反’
等口号的鼓动下，知青们‘吃在山，住在山，不完成
任务不下山’。知青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十年
间挖山不止……”［5］

三、对“再教育”运动的一些思考

“再教育”运动是“文革”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它使原本以解决城镇青年就

业问题的权宜之计演变成了一个涉及全国的政治

运动。这次运动是不成功的，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经验教训。
首先，贫下中农不能承担起“再教育”的政治

重任。1949 年以前，贫农因为人数众多且革命性
较强，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新中
国成立后，贫下中农在土改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

是主力军，是共和国的基础，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

事实。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曾明确指
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6］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毛泽东撰文特别指出: “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
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稍微放松了对

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1］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对农民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从 1957 年到“文革”爆发，几乎每
年都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是到了 1968
年，一向要受教育的农民却突然变成了教育者，并

且还变成了要担负教育无产阶级接班人、批判资本
主义的重任。“再教育”思想把贫下中农的地位一
下子抬得很高，给予其施教者的地位和权力。可
是，就当时的贫下中农的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来说

并不能承担起这个任务。贫下中农基本上没有上
过学，本身是文盲或者半文盲，自身还需要教育，现

在却让他们去教育城里下乡的初、高中毕业生，这
个决定没有经过科学论证。革命性强不等于有比
较高的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丰富。贫下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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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生产上可以充当师傅，在政治、教育等方面
并不能胜任师傅的工作。有相当部分的贫下中农
甚至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定义都搞不准确，怎

么能承担起对知识青年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

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
其次，农民排斥“再教育”运动。当时的农村

刚刚从三年灾难中逐渐恢复过来，农民还解决不了

自己的温饱，突然要接收大批的城市人口。知青的
到来并没有增加土地，所以连贫下中农都认为，这

些知青下乡是和他们争口粮，对于知青下乡内心存

在着排斥情绪。至于“再教育”，农民无法搞懂这
个高深的理论。不过，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他们不
像政治家们那样思考问题，他们把知识青年“再教
育”问题看得实实在在，认为所谓“再教育”就是
“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城里
不稀罕要他们，因此只能下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

育”［7］。
再次，“再教育”运动的目标没有实现。“文

革”中，知识青年在下乡前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的号召并没有深入思考，他们是怀抱着“大
有作为”、改变农村和教育农民的雄心壮志到农村
去的。可事实上，“再教育”思想已经决定了他们
到农村去的命运。知识青年从不可一世的革命小
将，一夜之间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而地位
发生如此急剧变化的当事人竟浑然不觉，许多到农

村去的青年，起初大都是怀着到农村去大干一场的

理想，后来当理想破灭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很多
知识青年当时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包含什
么意思根本不曾去想。“日后才发现那个‘再’字
很可怕，它毫不留情地使知青身陷于一个很低的层

次，从而去接受又一次无情的‘教育’。”［7］

经历“再教育”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很多知
识青年在贫穷闭塞的农村长期生活，从事的是繁重

的生产劳动，吃的是粗粮淡饭，有时甚至忍饥挨饿，

生活十分艰苦。读不到可以获取自然知识和人文
知识的书籍，唯一能看到的是毛主席的四部宏著。
每天还要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听贫下中农忆苦
思甜。经历“再教育”之后，知识青年并没有脱胎
换骨，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要求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标准。一些本来被知识青年奉为神圣的东西，被搞
得庸俗化了。一些知识青年丧失了信仰，对政治、
社会理想完全失望。个别知青被人利用成了“反
潮流”的英雄，灵魂扭曲甘当爪牙，最后成为政治
斗争的工具。很多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观念的灌
输下，积极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成为了农村阶级

斗争的骨干力量。这种“再教育”实践，造成了知
青政治上的愚昧、人格上的扭曲和文化上的无知。
历史证明，“文革”期间，“再教育”运动既没有

解决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造世界观的

问题，也没有缩小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如果
说它有获得的话，那可能就是上山下乡的经历使知

青真正认识了社会，解脱了当年红卫兵的狂躁、迷
信和盲从，从而能够冷静地审视过去，面对现实，思

考未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并没有错。不但毛泽东提

出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文革”前刘少奇、周恩来
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都提出过。“文革”前我国农
村过于落后，甚至连个会计都不好找，农村需要有

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到农村去。那个年代的知识
青年在农村的奋斗成绩的确值得学习，至今人们对

那些在农村奉献青春的知识青年还很佩服。青年
人到农村接受锻炼也没有错。如果青年人已经学
习了足够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自愿到农村去接受

再教育，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同时把所学知识奉献

给农村，改造农村，建设农村，这无疑是正确的。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的错误，
在于不应该把那些正值青春年少还需要接受科学

文化知识教育的十几岁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

接受所谓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再教育”。这
样不仅使广大知识青年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

会，还造成我国科学技术人才的断代，严重影响了

国家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文革’期间对知青的
‘再教育’不仅剥夺了他们正常受教育的权利，同
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择业权和发展权，是对知青一代

最严重的终身伤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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